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① 参见董楚平《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》, 《历史研究》1980 年第 1 期; 徐祖根











载, 孔子对冉求、子路说: “有国有家者, 不患寡 (贫) 而患不均, 不患贫 (寡) 而患
不安。盖均无贫, 和无寡, 安无倾。”对于“患不均”与“均无贫”之意, 孔子是有特
指的。正如杨伯峻先生所指出的, 孔子所谓“贫”、“均”与“均无贫”, 都是从财富着
眼的, 意思是: “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, 不必着急财富不多, 只须着急财富不均⋯⋯若




予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内涵。例如, 汉儒孔安国注曰: “国, 诸侯; 家, 卿大夫。不患土
地人民之寡少, 忧政理之不均平, 忧不能安民耳。民安则国富。”他就不是把“均”只
指为财富均平, 而是泛解为施政公平。曹魏何晏等的《论语正义》则称: “均者, 言班
爵, 制田里, 皆均平也。”即把“均”具体解释为在赏官封爵和分配土地方面的均平。
可见汉唐之际儒者对孔子的治国“患不均”命题的内涵已经有两种理解, 一是理解为
分配土地之类财富的平均与否, 符合孔子的原义, 属于经济思想范畴; 二是引申义的,
理解为施政的公平与否, 属于政治思想范畴。或者说汉魏人所定义的“均平”概念已




文公上》曰: 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。经界不正, 井地不均, 谷禄不平。”强调土地占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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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均平是仁政的基础。其所谓“均”属于经济思想范畴。而《荀子》的《富国篇》曰:
“故君国长民者, 欲趋时遂功, 则和调累解, 速乎急疾; 忠信均辨, 说乎赏庆矣。”“均
辨”即均平, 意为用忠信、均平的方法导民, 优于赏赐之法。其《王霸篇》称: “出若







《荣辱》曰: “故仁人在上, 则农以力尽田, 贾以察尽财, 百工以巧尽械器, 士大夫以
上至于公侯, 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。夫是之谓至平。”《王制》曰: “刑政平, 百姓和,
国俗节, 则兵劲城固, 敌国案自诎也。”“公平者, 职之衡也。”“君人者, 欲安则莫若
平政爱民矣。”《富国》曰: “修礼以齐朝, 正法以齐官, 平政以齐民。”《致士》曰:







爱下》称: “古者文武为正 (政) 均分, 赏罚刑暴。”此说与上述荀子之说一致。《商君








间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材料。但是, 二者的实质却是相同的, 即平均主义。”① 他强调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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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调均贫富”与“斟酌贫富”










样不是绝对平均之意。例如, 《韩非子·六反篇》曰: “明主之治国也, 适其时事以致
财物, 论其赋税以均贫富, 厚其爵禄以尽贤能, 重其刑罚以禁奸邪。”其“论其赋税以
均贫富”一句, 当指根据贫富相对地平均赋税负担。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周
礼》一书, 多处强调赋役征敛的“均征”。其《遂人》有“凡治野⋯⋯以土均平政
(征)”之句, 此即其《大司徒》的“辨五物九等, 制天下之地征, 以作民职, 以令地
质, 以敛财赋, 以均齐天下之政 (征)”之意。又如其《均人》称: “凡均力政, 以岁
上下。丰年, 则公旬 (十天) 用三日焉; 中年, 则公旬用二日焉; 无年, 则公旬用一
日焉; 凶札, 则无力征。”可见《周礼》所谓“均征”也不是提倡绝对平均, 而是强调
要根据土质、物产、收成等的不同条件去平均分配赋役负担, 仍是一种相对平均。
上述分析旨在说明, 从孔子提出治国“患不均”思想开始, 先秦儒家学派和其他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二个是建安九年 (204 年) 曹操平定河北后发布的《收田租令》, 称:
　　“有国有家者, 不患寡 (贫) 而患不均, 不患贫 (寡) 而患不安。”袁氏之治
也, 使豪强擅恣, 亲戚兼并; 下民百姓, 代出租赋,  鬻家财, 不足应命。审配





办法。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九《曹洪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: “初, 太祖为司空时, 以己率








的“均赋役”一条。这条诏文首先对孔子的“均无贫”作出解释, 曰: “夫平均者, 不




　　租税之时, 虽有大式, 至于斟酌贫富, 差次先后, 皆事起于正长, 系于守令。













此外还要看到, 汉代和魏晋南北朝, 不少王朝在赋役征调时, 针对贫富不均的现
实, 已经相应制定了一些与贫富差别挂钩的具体措施。例如, 东汉规定乡啬夫在征收
人头税性质的“赋”时, 须“知人贫富, 为赋多少, 平其差品。”② 西晋征收户调已有
“九品相通”法③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延和三年 (434 年) 正月下诏说, 鉴于当时
“生民贫富不均”的状况, “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, 以为三级, 其富者租赋如常, 中者
复二年, 下穷者复三年。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。”次年, 他又下令在征收户调时实行区
别贫富的“裒多益寡, 九品混通”之法④。献文帝拓跋弘也曾在山东地区“因民贫富,
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。千里内纳粟, 千里外纳米; 上三品户入京师, 中三品入他州要
仓, 下三品入本州。”⑤ 北齐对此制有所因革, 制定了征收“垦租”的“三枭”之法, 即
“依贫富为三枭。其赋税常调, 则少者直出上户, 中者及中户, 多者及下户。上枭输远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出: “国朝著令, 赋役之法有三, 一曰租, 二曰调, 三曰庸⋯⋯丁男一人授田百亩, 但
岁纳粟二石而已。”可见从计税对象和税率的规定来看, 租庸调制的立法思想是绝对平
均主义的。难怪陆贽要赞美租庸调的“均壹”之处在于“有田则有租, 有家则有调, 有




献通考·田赋考》中所指出的: “历代田赋, 皆视丁中, 以为厚薄。然人之贫富不齐,
由来久矣。今有幼未成丁, 而承袭世资, 家累千金者, 乃薄赋之; 又有年齿已壮, 而








贞观二年 (628 年) 唐朝厘革隋制, 建立救灾专项储备仓——义仓, 为此专门开征






(651 年) 高宗改行按户等高低征收差额的地税, 依据的也是结合贫富差别相对平均税




以求贫富之间的相对平均, 正如武则天在仪凤三年 (678 年) 的一道诏令中所说的:
“既依户次, 贫富有殊。”② 这就是说, 如何做到贫富之间户税负担的相对平均, 实际上
转换为定户等是否均平的问题。唐前期原则上是每三年定一次户等, 对此唐朝中央颇
加关注。例如, 天宝四载 (745 年) , 玄宗为做好定户等事务以均平户税负担, 专门下
了一道敕令, 称: “今欲审其户等, 拯贫乏之人; 赋彼商贾, 抑浮惰之业。优劣之际,
有深察之明, 闾里之间, 无不均之叹⋯⋯自今已后, 每至定户之时, 宜委县令与村乡
对定, 审于众议, 察以资财, 不得容有爱憎, 以为高下, 徇其虚妄, 令不均平。”③ 由
于地税、户税是结合贫富状况分担不同税负的税制, 能够顺应贫富日益不均的现实, 具
有较强的生命力, 它们便成为两税法改革时的主要税种来源。
在徭役征调方面, 唐朝贯彻的是“国之役力, 合均有无”④ 的相对平均主义原则。
唐朝前期的丁男依法必须承担正役、杂徭和兵防三大类力役, 中男也得分担一些
徭役。就个人之间的力役实际负担程度而言, 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。以正役为
例, 假如都是输庸代役的话, 那么每个丁男的一年 20 天的正役负担在数量上应该是一



















　　差遣之法, 谓先富强, 后贫弱; 先多丁, 后少丁。凡丁分番上役者, 家有兼
丁, 要月; 家贫单身, 闲月之类。
后一句意为: 凡是派丁男轮流应役时, 对家中有 2 名以上丁男 (兼丁) 的, 要安排在





唐代前期农民的兵役负担主要有两类, 一是充当一般折冲府的卫士, 又称府兵, 二
是充当防人。拣点之法即是为相对“均平”地征调兵役而设置的。
唐朝府兵要自备戎仗和部分资粮, 贫穷农民难于负荷。如贞观初年戴胄上奏说:
“乱里甫尔, 户口单弱, 一人就役, 举家便废。入军者督其戎仗, 从役者责其糇粮, 尽
室经营, 多不能济。”① 而府兵番上宿卫京师的力役负担, 也比他们可免交的一丁租庸
调额要沉重得多。“防人”指临时被拣点去防戍边镇的人。防人和卫士一样须自备资粮,
正如一份敦煌出土文书所写的: “防丁一役, 不请官赐”; 俗例“必扰亲邻, 或一室供
办单衣, 或数人共出袷服”, 往往苦于“人穷不堪其事”②。可见卫士和防人之役, 都是
贫弱农民只凭个人或自己一家的财力难以胜任的。
为了保障府兵制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, 同时也是使“赋役均平”, 唐朝制定了
“拣点之法”。《唐律疏议·擅兴律》规定: “诸拣点卫士 (征人亦同) , 取舍不平者, 一
人杖七十, 三人加一等, 罪止徒三年。 (注曰: 不平, 谓舍富取贫, 舍中取弱, 舍多丁




　　依《令》: “凡差科, 先富强, 后贫弱; 先多丁, 后少丁。”“差科赋役违法及
















“差科之间, 务使平允”, “役赋惟均”, 不能“徭役不均”。其所谓均平都是指结合贫富
差别的相对平均。
安史乱后, 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崩坏, 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更加明显。奉







税旧定额, “通计七县沃瘠, 一例作分抽税。自此贫富强弱, 一切均平。”① 可见他的
“平均”目标仍然是“斟酌贫富”而使赋税负担相对地平均。
那么, 唐代农民对“均平”是如何理解的呢? 我觉得, 面对不可避免且无力改变
的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, 唐代农民对“斟酌贫富”分承轻重不同的赋役负担这种
“均平”做法是可以接受的, 且视为理所当然。如敦煌出土的王梵志诗《他家笑我贫》













张锡厚: 《王梵志诗校辑》,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, 第 5 页。










虑, 对于唐末农民起义中的“平均”口号的内涵, 我比较倾向于宋家珏先生的意见, 认
为它反映的主要是农民要求在贫富之间真正按资产“均平”赋役的愿望, 而不是均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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